
前山高处指南环

——关于澳门的往事杂忆

□欧初

最近，我又访问了中山、珠海等地，见到许多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的老战友。谈到还有一

年左右，澳门就要回归祖国，大家都感到由衷的欣庆，多年来我亲历的关于澳门的件件往事

不由浮上眼前。

记得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邓小平、罗荣桓、刘亚楼等首长来广东视察，省委派我陪

同他们前往中山、珠海等地，沿途向他们介绍了中山、珠海、澳门一带的历史和现状。当时

新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 50 出头，精力充沛，言不轻发，而听取介绍时专注异常，

虽然我已经不是第一次陪他在广东视察，此行给我留下的印象依然非常深刻。到了前山，登

上海关三楼，从这里眺望过去，澳门的南环一带山川城郭历历在望，往来行人以及对方的哨

兵依稀可见。此时此刻，邓小平总书记、沉稳温和的罗荣桓元帅、英发机敏的刘亚楼上将都

没有多说话。80 年代中期，当中英、中葡相继签署联合声明，香港、澳门即将回归之际，

我写了一首诗追记此行：

功成相庆主权还，马列常青独创艰。

忆昔邓公曾注望，前山高处指南环。

没人能够断定，“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此时已在这位世纪伟人的脑中发轫。但是这几

位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解放曾率领雄师百万挥军万里的将帅，看到祖国的领土上仍飘着异国的

旗帜，站立着异国的士兵，胸中必然荡起不息的波澜。20 年后，当邓小平同志作出那高瞻

远瞩的决定之时，这次前山之行所见，想必会闪过他的眼前。多少年来，中国的历代仁人志

士，都把收回包括香港、澳门的全部领土列入自己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人更是为此付出

了前无古人的艰苦努力和巨大牺牲。但是，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只有国家强盛，统一国家的

目标才能够得以实现。

我是中山人，对澳门这个本来就属同一县治、满街都是中山乡音的城市一直都不陌生，

从来将之视为故园之一部，直到现在，我还担任澳门中山同乡联谊会名誉会长。全国抗战初

期，广州沦陷，我随家人曾小住澳门。战火之中，家境十分艰难，为了联系抗日团体，我从

澳门乘船赴香港，不料因缺 20 元港币而不许上岸。警察不由分说，将我押上囚车，直到日

暮时才由同学林家潼君保出。而到 1977 年，我与时任广州市市长梁灵光访问港澳，所受礼

遇与昔日相较真有天壤之别。当时的澳督专门设宴招待我们，还向我俩各赠一个以澳督府为

背景的纪念品。抚今追昔，令我感慨良多，遂赋长诗《述怀》一首，中有四句：

督府筵开迎上客，杯中忧乐岂杜康。

神州早见人间换，此番访问赖国光。

席中，澳督对我表示敬意，称赞我是抗日英雄。

就我的理解，澳督这番话，并非只是对我个人赞誉，而是对全国抗日战争期间珠江纵队

为珠江三角洲和澳门所作贡献的肯定。

珠江纵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而珠江纵队第一支队（以下简称珠纵一支队）

的根据地和游击区主要在现在的中山、珠海两市，毗邻澳门。自 1943 年起，珠纵一支队的

前身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开始在日、伪、顽军环伺的五桂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多次突袭

敌人，杀敌除奸，抗日声威不仅震动了中山全县，也在澳门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葡萄牙是中立国，因而澳门算是中立地区。日军并未派兵占领澳

门，但澳葡当局受各种势力的挤迫，加上境内经济动荡，治安混乱，走私盛行，日子很不好

过。澳门虽为外国强占多年，然而澳门同胞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爱国抗敌之心与内地人

民同样炽热，都愿意为驱除日本侵略者出力。全国抗战初期，当地的社团组织十分活跃，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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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发动群众捐款。组成回乡服务团，对珠江地区的抗敌斗争支援很大。

我游击队了解澳门的情势，俟根据地初具规模，我们就先后派郭宁、冯彬、郑秀、黄乐

天等同志赴澳门，建立了秘密的办事处，散发游击队的宣传材料、战斗捷报等，动员当地青

年参军。逐渐，一批批的澳门青年来到五桂山，参加抗日。我游击队专门为这些青年开办训

练班，代号为“纽约桥”，参加训练班的澳门青年有 20 多人，其中有李成俊、赖冠威、郑诚

之、刘光普、周宇、卢萍、陈君芝、朱碧、郑汝钿、郑秋、任艳华、李铁、郑兆平、任惠莲、

胡兆基等。梁奇达、杨子江和我经常去训练班上课。这些青年从训练班结业之后，有的到连

队担任文化教员，有的到班上担任政治战士，负责宣传鼓动工作，还有的成为医护人员。这

些青年大多有文化，他们参加游击队之后，在斗争中锻炼成长，为国家民族作出许多贡献。

李成俊后来担任澳门日报社长、全国政协委员。

当时我们很注意同各界人士建立广泛的关系，赢得各方的支持。澳门著名的招兰昌医生

同我县行政督导处主任阮洪川是少年同学，我们利用这一渊源同招医师保持良好的联系。柯

平长期在澳门进行爱国活动，在澳门一带威信甚高，他每年到东江游击区向广东区委汇报工

作，都取道我五桂山游击区，由我们护送到东江。著名爱国人士何贤当时同我虽未谋面，但

已经多有往来，何先生通过各种方式支持我游击队。解放后我们终于见面，何先生见后一直

称我为“神交”。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重访澳门，还专门到何先生墓前凭吊。从这些爱国人

士中，我们逐渐了解到澳门政府和敌伪顽之间的各种矛盾，决定抓住机会，开展对澳葡当局

的联络。

1943 年底，我根据地内的一个小山村叫石门路，该村有天主教徒和天主教堂。一个外

国人安神父，是从澳门天主教会派来此地传教的，我游击队派人同安神父交谈，了解到他同

刘帼超医师是好友，经常有往来。刘医师是一位天主教徒，全国抗战前就从澳门到三乡行医。

她思想进步，同情我军，多次义务医治我游击队伤病员。安神父在山区期间，恰逢中山人民

抗日义勇大队成立。他亲眼见到根据地欣欣向荣的景象，对我游击队的好感也大为加深。不

久，安神父要回澳门，我决定通过他设法打通同澳门当局的联系。

我找来同刘帼超医师也很熟悉的郑永晖同志（他后来任谷镇区长），让他护送安神父回

澳门，并设法将我写的一封信递交澳葡当局，表示如果日、伪进犯澳门，我军愿予以支援，

同时希望他们与我们加强联系，互通情报。我交待郑永晖，这件事对团结国际友人、争取外

援意义重大，务必做好。

郑永晖即陪安神父到三乡刘帼超医师处。经过说明来意，和刘帼超做安神父的思想工作，

安神父表示乐意支持，然后再转道赴澳门。安神父一到澳门，就将我的信转交给澳葡当局。

澳门方面由警察局政治部的葡籍慕拉士秘书长出面热情款待郑永晖，对我军极表感谢，并承

诺加强联系。郑永晖此行的搭桥目的也就达到了。

此后几个月中，我游击队数次粉碎敌人的围攻“扫荡”，还多方出击，取得了一系列振

奋人心的战果。根据地的政权建设逐步走上轨道，还成立了经济委员会，建立了多个税站。

而澳门则受到越来越多的伪军、土匪的骚扰，澳葡当局武装力量单薄，难于控制局面。因此，

澳方试图取得我方的助力。经过了解，他们找到一位当时旅居澳门的黄槐先生。黄先生原在

国民党中山县政府任职，在中山、澳门都有一定的声望。他是我一位亲戚的朋友，早年我在

中山各地宣传抗日时见过他，算得上是旧交。黄槐通过我们三乡税站传一个口信，说澳门的

警厅厅长有事找我。我觉得事关重大，遂即向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汇报请示。指挥部经研

究批准我们派人到澳门谈判。于是杨子江同志以我的名义起草了一封致黄槐的信，略道契阔，

并赞扬他同情支持抗日，同时介绍经济委员会的秘书长梅重清同他接洽。8 月，梅重清持信

到澳门见黄槐，随后由黄出面安排，同澳方代表慕拉士会谈，澳葡当局要求我方配合维护澳

门外围治安，打击骚扰澳门的伪军、土匪，我方同意他们的要求。同时，澳方也作出三点承

诺：一是同意我方在澳门进行不公开活动，包括发动募捐筹款等；二是同意我方在澳门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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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物资，包括子弹、药品、通讯器材等；三是同意我方送部分伤病员到澳门就医，慕拉士

还专门托梅重清带了 3 块游泳表回根据地，其中一块指定送给我。20 世纪 40 年代，游泳表

还很少见，战争期间更为难得，澳方可能想藉此表示他们对合作的重视。我收到这 3 块表之

后，全部上交给指挥部了。以后，澳方遵照协议，做了一些有益于抗战的工作。我方在澳门

募捐，不仅募得捐款，还得到一批急需的药物，澳门镜湖医院救治我方送去的重伤员，还为

游击队培训了一批医护人员。

1945 年初，有两个澳门人来到凤凰山区。这里就在澳门的外围，我游击队之一部在此

活动，番号为“白马队”。那两个人找到我们的部队，自称是澳门政府的人员，直接奉澳督

的秘密命令而来，求见谭生队长。一见到谭生，他们就表明来意，当时澳门的治安极乱，抢

劫、杀人的案件很多，经查证，多次的作案其实是同一班人，这帮匪徒的头子外号叫“老鼠

精”，是香洲人，身有武艺，枪法很好，被“挺三纵队”收罗于羽翼下。他后来投敌，搜集

我方的军事情报，成为臭名昭著的特务。他又纠合一帮歹徒，在澳门作奸犯科，专门抢劫当

铺、金铺。一旦遇到警察，匪徒即刻开火。他们行踪飘忽，有时在澳门，有时在中山，加之

武器精良，令澳门的警察束手无策，直至惊动了澳督，必欲生擒之而后快。

经过研究，我们认为对这个刻意与我军为敌，又猖狂扰民的汉奸特务应予以坚决打击，

何况我们可藉此巩固同澳葡当局的互助关系，遂通知谭生同意澳葡当局的要求，同时要求澳

方帮我们捉拿一个名叫郑实的通敌份子，此人平日匿居澳门，一有机会就破坏我游击队的活

动。不久，我谭生部智擒了“老鼠精”并将其移交给澳门当局派来的探长，澳葡方也如约将

郑实交给我们。

澳葡当局对我方的合作十分满意，对我游击队的力量也更有信心。他们派人来五桂山，

我在石门的贺屋村接见了客人，他们建议设立电台，加强联络，我们也同意。后因形势变化，

此事未成。

在澳门珠江口一带活动的黄公杰卖身投靠日本侵略者，出任日军驻澳门地区特务机关的

首脑，手下纠合了五六百名歹徒，在澳门横行霸道，又在海上大肆抢劫，身兼汉奸、特务、

匪徒、海盗，澳葡当局对他又恨又怕。1945 年 8 月中，黄公杰一伙被东江纵队海上部队俘

虏缴械。此时，我珠纵一支队的部分队伍正在东江地区活动，东纵遂将黄公杰移交给我们，

由梁奇达、杨子江处置。其时我也由珠江过东江，连夜提审了黄公杰，然后由阮洪川将其引

渡返澳门伏法。消息传开，在澳门一带引起震动，当地政府民众握手相庆之余，对共产党领

导下的抗日武装更加敬佩。

多年来，每当我回想起有关的件件往事，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就会油然而生。澳门自古

就是中国领土，尽管被外国殖民主义者统治多年，澳门人民对祖国的赤心未改，祖国也从来

没有忘记澳门。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曾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坚持抗日战争。而我珠江

部队，更在自己还不强大的情况下，不畏艰险，为使澳门免于战乱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所有这些，都为澳门战后的长期稳定发展奠定了根基。

如今，在“一国两制”的光辉旗帜下，继香港之后，澳门也将回归祖国，中华民族的历

史呈现出空前未有的光辉。可以预见，在即将来临的新世纪，统一、稳定、繁荣的中国一定

会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选自《中山党史》1999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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